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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打破制造企业高碳锁定,提升碳解锁能力,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关键环节。 本文将数字

化转型、企业竞争力提升、内外部环境因素和碳解锁能力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基于 2008—2023 年中国制造业上

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

够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碳解锁能力,其中产品生产数字化转型和商业运营数字化转型均具有赋能效应,但前者的赋

能效应相对较弱;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碳解锁,其中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碳解锁,

还可以通过增强绿色创新竞争力和管理竞争力产生间接促进作用,而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强

化这一促进效应。 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大型制造企业碳解锁,但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促进效果不明显;与非

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 本文的研究为制定

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业碳解锁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碳解锁　 制造企业　 竞争力赋能　 融资约束　 政府环境关注度

　 　 中图分类号:F492;F42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12-0021-18

　 　 一、问题提出

传统能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过度使用也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 化石燃料燃烧释放

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发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 。
减少碳排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2] 。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积极寻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兼顾的方案[3] 。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
是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发展模式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能源结构转型困难,容易陷入碳

锁定状态。 碳锁定的概念最早由乌恩鲁(Unruh,2000) [4]提出,他认为碳锁定是化石燃料能源系统产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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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延续的惯性,是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技术-制度复合体( 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
 

TIC)作用

下的碳锁定一旦形成,便很难被取代。 若不突破技术-制度复合体,全球升温可能突破 2℃阈值,引发极端天

气、物种灭绝等连锁反应,这将严重阻碍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和其他经济体绿色低碳转型[5] 。 推动制造业

低碳转型,突破碳锁定困境,已成为当前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技术进步往往被认为是破除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矛盾的重要驱动力[6] 。 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对社会生

产、生活、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7] 。 数字技术的渗透使生产要素从低效部

门向高效部门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率[8] 。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催生新型

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普及可有效降低能源强度和单位产出能耗,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9] 。 在此

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机制,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 这不仅在实践

层面具有紧迫性,也是理论层面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然而,已有研究大多致力于探索数字化转型对

经济绩效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10-11] ,鲜有考察数字化转型与微观企业碳解锁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 本

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制造企业碳解锁? 如果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制造企业碳解

锁,这种助推效果背后的赋能机制是什么?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影响是否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

规模等而异?
鉴于此,本文利用 2008—2023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碳解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竞争力提升、内外部环境和碳解

锁能力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提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碳解锁能力的内在机制,扩展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

业碳解锁的相关理论。 (2)为科学评估碳解锁提供新视角。 不同于以往文献采用差值法[12] 或者因子合成

法[13]估算碳解锁程度,本文从动态视角,将碳解锁过程理解为相对某个特定时间基期的演变过程,利用观察

期与基期的碳绩效变化来表征企业碳解锁程度。 (3)为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碳解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以往文献大多采用定性研究分析碳锁定的成因及解锁路径[14] ,少部分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在区域或行业等宏

观层面[15] ,而关于微观层面碳解锁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入挖掘数字化转型影响制

造企业碳解锁能力的直接效应、作用渠道和交互效应,并在识别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能力的差异

化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具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企业碳解锁路径,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更

为严谨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碳锁定是化石燃料能源系统产生的自我延续的惯性,是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持续的平

衡或者准平衡状态,会对可替代的解决方案形成系统性的市场和政策壁垒[4] 。 在工业发展初期,碳密集型

技术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出现了低碳替换方案,但企业受制于既有技术系统的路径依赖和转换成本,往往倾

向于维持原有的高碳生产模式,致使其生产活动和消费长期被锁定在高碳排放轨道上[16] 。 碳锁定阻碍了低

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的引入,导致持续的碳排放,加剧气候变化的不稳定性[17] 。 各行各业均可见碳锁定的迹

象,能源密集型行业尤为突出[5] 。 目前,碳锁定已呈现全球化趋势,亟需引起全人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 由于技术资源相对匮乏,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深陷高碳发展路径[18] 。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摆脱碳锁定,但是由于技术-制度复合体维持了碳锁定的平衡和准平衡状态,使

得逃逸条件难以在系统内部自发形成,可能需要外源力的支持[19] 。 一些学者认为,实现碳解锁变革不能仅

依靠传统科学技术,还需要行业、政策制定者和机构等主体之间更高程度的协作[20] 。 摆脱碳锁定的根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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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于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21] ,而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全球三分之二的能源需求[22] 。 在制造业中,
既有的物理基础设施与生产技术所形成的碳锁定效应,成为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主要障碍。 因此,推动制

造业实现碳解锁,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可持续转型,有利

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赢[23] 。 数字化转型有望赋能制造企业逃离碳锁定,但鲜有学者探究数字化转型

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影响效应。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碳性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转型对碳解锁影响的研究更为匮乏,主要集

中在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影响的研究。 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和碳性能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目前有三

种主流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全球零排放的实现[24] ;数字经济对

碳减排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5] ,并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6] 。 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剧

了碳排放,即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的建设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数据中心的运营以及数字技术的运行也

需要消耗大量电力资源,并且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扩大经济规模,消耗更多能源[27]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

化转型与碳性能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如数字化转型和碳排放量之间呈现一种先增后减的倒 U 型曲线关

系[28] 。 初期的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经济效益实现产能的持续扩张,增加能源需求和碳排放,
而成熟阶段的数字经济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融合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减少碳排放[29] 。

碳锁定或碳解锁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区域、行业等宏观层面[16] ,聚焦于微观层面碳解锁的研究较为缺

乏。 洞悉微观企业层面碳锁定的特点及影响机制,对于宏观层面科学制定碳解锁策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数字化转型通过广泛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信息化改造以及数字创新网络提高生产效率、打破地域限

制、重塑生产流程,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 然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蕴含破解碳锁定之

钥,还缺乏深入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碳解锁

尽管数字化设备和数据中心在运行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增加碳排放,但相较于传统技术,数字技术

具有技术含量高、环境成本低等特征,在节能减排方面展现出较大的潜力和优势。 数字技术通过缓解信息

不对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借助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强化能源与碳排放管理[30] 。 数字化转型可推动企

业由高投入、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向低碳、节能和高效的生产模式转变,有助于企业在提高自身收益

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1] 。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制造企业碳解锁。

　 　 (二)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机制

1. 绿色创新竞争力赋能机制

绿色创新竞争力以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有助于企业构筑差异化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 数

字技术的应用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差异化发展和强化渠道控制来创造竞争优势[32] 。 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数

字技术,企业能够深入洞察技术发展趋势,科学预测创新成果,并持续优化创新流程,从而推动技术创新的

高效实现[33] 。 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拓展知识边界,加速信息传播,促进产学研协同合作,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水

平,这将激励企业积极采用低碳技术[34] 。 绿色发展竞争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与碳绩效

呈现正相关关系[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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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绿色创新竞争力促进制造企业碳解锁。
2. 管理竞争力赋能机制

推行数字化管理有助于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数字经济可引发企业内部管理变革[37] 。 在数字经济时

代,企业可通过建立数字平台生态观的管理理论获得持续竞争力。 对生产运营、内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

服务等环节按照低碳的发展目标进行管理再造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38] 。 数字技术可以改变甚至重

塑企业管理流程,打破企业内部不同部门、模块以及环节的“数据孤岛”,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决策增强企

业内部控制能力,优化企业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推动管理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效运营管理,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助推企业实现低碳减排。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3: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管理竞争力促进制造企业碳解锁。
3. 经济竞争力赋能机制

传统竞争力一般指经济竞争力,即企业以较低成本向客户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竞

争中获得超越对手的能力[39] 。 通常情况下,成长更快、利润更高、市场份额更大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数字化

转型有利于企业形成更灵活和更具竞争力的运营模式,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40] 。 在数字经济时

代,企业通过加强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企业通过提高产品销量、促进产品出口、
升级现有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等途径增强竞争力,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从而实现

转型升级。 企业竞争力能够赋能企业绩效,企业绩效同时涵盖了经济价值、社会责任和环境效应[41] 。 经济

竞争力提升可使企业更有资金实力进行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竞争力提升[42] 。 先进的管

理方式驱动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盈利能力的增强也会反哺企业管理升级。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4: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经济竞争力促进制造企业碳解锁。

　 　 (三)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碳解锁的交互因素

1. 融资约束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资金不能得到保障可能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造成障碍,因此

数字化转型会受到企业融资约束影响。 一般来说,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解锁的促进作

用越强。 首先,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完成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企业碳解锁。 融资约束是

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缓解融资约束能够降低企业的信贷门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获得更多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快速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数字

化转型。 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可提升企业创新转化效率[43] ,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

碳排放。 最后,缓解融资约束可使企业获取充足的现金流,以保障生产经营,支持业务拓展、产品研发等,为
企业创造更多利润。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5:缓解融资约束可以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促进作用。
2. 政府环境关注度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制造企业通常缺乏主动减少碳排放的内在动力,这就需要环境规制进行约束和

引导以促进碳解锁,而政府的环境关注以及环境规制的实施也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企业可以

从政府环境关注中获得节能减排信号,从而改变投资方向,促进节能减排改造。 另一方面,政府还会根据节

能减排效果建立反馈机制,采取激励或者惩罚措施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投资,促使企业开展绿色低碳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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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6: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促进作用。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影响,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初始数据涵盖 2007—2023 年沪

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最终的回归分析样本期为 2008—2023 年。 其中,2007 年的数据仅作为计算被解释

变量碳解锁(CUL)的基期基准,其本身并不作为观测值纳入回归模型。 原始数据主要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上海经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和企业年度报告。 本文剔除了 ST 和* ST 的样

本,最终得到 10
 

677 个观测样本。

　 　 (二)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碳解锁的直接影响:
CULit = α + βDT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1)

其中, i 代表企业, t表年份, CULit 代表 i企业第 t年的碳解锁能力; DTit 代表 i企业第 t年的数字化转型

程度; X′it 代表控制变量向量; γ 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干扰项。
2. 机制分析模型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一关键渠道影响企业碳解锁能力。 本文设

定如下机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效应:
Mit = α + βDT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2)

其中, Mit 是机制变量,分别代表绿色创新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
3. 交互影响分析模型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碳解锁的关系可能受到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外部政府环境关注的影响,本文

设定如下交互影响分析模型:
CULit = α + βDTit + β 1Wit + β 2Wit × DT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3)

其中, Wit 是交互变量,分别代表企业融资约束和政府环境关注程度。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碳解锁能力(CUL)。 高碳技术的规模效应会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企业和市场形成稳定的高碳路径

锁定。 随着低碳技术成本下降以及环境规制趋严,高碳企业会逐渐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碳解锁能

力[45-46] 。 虽然已有学者提出碳解锁的指标体系[47] ,但是未从时间维度刻画企业从碳锁定到碳解锁这一变

化过程。 实际上,碳解锁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企业碳绩效的变化来衡量。 如果相对基期而言,观
察期的企业碳绩效数值增加,则该时期的碳解锁能力提升,反之则碳解锁能力下降。 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

从碳锁定到碳解锁的动态变化,从时间维度有效刻画碳解锁能力的提升过程。 本文通过观察期与基期的差

异来衡量企业碳解锁变化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CUL = CP it - CP i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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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P it 代表 i 企业在第 t 年的碳绩效, CP i0 代表 i 企业的基期碳绩效,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与政策背

景的双重考虑,以 2007 年企业碳绩效水平作为基期。 碳绩效 CP 的计算公式为:

CP = OR
CE

(5)

其中, OR 代表企业营业收入, CE 代表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式(5)需要估算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强制企业披露其碳排放数据,本文无法直接获取

企业碳排放数据,参考以往文献[48] ,采用行业能源消耗数据进行估计。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T)。 首先,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方法[49-50] ,采用关键词词频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并参考赵宸宇等(2021) [51]的研究,选取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其次,本文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视角出发,根据制造企业全生产流程,分别从产品生产和商业运营两个维度探究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机制,分维度的关键词如表 1 所示。 最后,对获取的关键词总词频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以
此衡量制造企业整体数字化(DT)、产品生产数字化(DTP)以及商业运营数字化(DTB)。

表 1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选取

维度 分词词典

产品生产数字化(DTP) 人工智能、高端智能、工业智能、移动智能、智能控制、智能终端、智能移动、智能管理、智能工厂、智能物流、
智能制造、智能仓储、智能技术、智能设备、智能生产、智能网联、智能系统、智能化、自动控制、自动监测、自
动监控、自动检测、自动生产、数控、一体化、集成化、集成解决方案、集成控制、集成系统、工业云、未来工

厂、智能故障诊断、生命周期管理、生产制造执行系统、虚拟化、虚拟制造

商业运营数字化(DTB) 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互联网解决方案、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行动、互联网业

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互联网营销、互联网战略、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模式、互联网商业模式、互联网

生态、电商、电子商务、 Internet、 “ 互联网
 

+
 

”、 线上线下、 线上到线下、 线上和线下、 O2O、 B2B、 C2C、
B2C、C2B

3. 机制变量

绿色创新竞争力(GC)。 绿色专利可以直观反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本文采用绿色专利占有率

(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与行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比值)衡量绿色创新竞争力。
管理竞争力( ICC)。 本文选取内部控制能力作为企业管理竞争力的代理变量。 内部控制对企业的风险

管控至关重要,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的一环。 参考梁上坤和董青(2023) [52] 的研究,本文采用迪博数据库公布

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能力。
经济竞争力(EC)。 企业经济竞争力可通过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和销售增长率等指标衡量,本文选取企

业营业收入占有率(企业营业收入与行业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企业经济竞争力的代理变量。
4. 交互变量

融资约束(FC)。 本文使用经典的 KZ 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该指数主要由经营性净现金流、
现金股利、现金持有、资产负债率和托宾 Q 值(Tobin􀆳s

 

Q)等指标构成。
政府环境关注度(GEC)。 本文利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频数量与报告词频总数的比值衡

量政府环境关注度,以表征政府的环境政策信号。
5. 控制变量

参考通行做法,本文纳入的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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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收益率(ROE)、固定资产比率(FIX)、股权集中度(TOP)、资本密集度(CAP)和环境规制强度(EG)。

以上变量具体设定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CUL 企业碳解锁能力 观察期企业碳绩效-基期年企业碳绩效

解释变量 DT 数字化转型程度 企业年报数字化转型词频数+1 后取自然对数

DTP 产品生产数字化 企业年报产品生产数字化转型词频数+1 后取自然对数

DTB 商业运营数字化 企业年报商业运营数字化转型词频数+1 后取自然对数

机制变量 GC 绿色创新竞争力 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 / 行业绿色专利申请量

ICC 管理竞争力 企业内部控制指数+1 后取自然对数

EC 经济竞争力 企业营业收入 / 行业收入

交互变量 FC 融资约束 KZ 指数

GEC 政府环境关注度 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频数 / 总词频数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AGE 企业年龄 观察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1 后取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ROE 净资产收益率 净收入 / 股东权益余额

FIX 固定资产比率 固定资产净值 / 总资产

TOP 股权集中度 前十大股东的股份

CAP 资本密集度 总资产 / 营业收入

EG 环境规制强度 环境保护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四)描述性统计

为减少异常值影响,对各变量进行 1%和 99%的缩尾处理,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企

业碳解锁能力(CUL)的最大值和均值分别为 12. 029
 

3 和 2. 128
 

8,标准差为
 

2. 805
 

4,说明不同企业间碳解

锁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化转型程度(DT)的最大值和均值分别为 5. 463
 

1 和 2. 539
 

3,标准差为 1. 164
 

4,

同样表明企业间数字化转型水平差距较大。 总体来看,尽管部分领先企业已具备较强的数字化能力,但仍

有大量制造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UL 10
 

677 2. 128
 

8 1. 400
 

0 2. 805
 

4 -5. 556
 

5 12. 029
 

3

DT 10
 

677 2. 539
 

3 2. 484
 

9 1. 164
 

4 0. 000
 

0 5. 463
 

1

DTP 10
 

677 1. 498
 

8 1. 386
 

3 1. 234
 

7 0. 000
 

0 4. 638
 

2

DTB 10
 

677 1. 138
 

7 1. 098
 

6 1. 034
 

6 0. 000
 

0 4. 248
 

5

SIZE 10
 

677 20. 879
 

3 20. 778
 

4 1. 487
 

3 17. 018
 

5 24. 378
 

9

AGE 10
 

677 2. 910
 

1 2. 944
 

4 0. 348
 

3 1. 609
 

4 3. 58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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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EV 10
 

677 0. 475
 

6 0. 486
 

0 0. 185
 

6 0. 063
 

6 0. 867
 

2

ROE 10
 

677 0. 049
 

4 0. 059
 

7 0. 146
 

5 -0. 765
 

8 0. 335
 

4

FIX 10
 

677 0. 259
 

0 0. 231
 

1 0. 151
 

8 0. 018
 

2 0. 630
 

5

TOP 10
 

677 0. 520
 

5 0. 517
 

3 0. 144
 

3 0. 226
 

7 0. 893
 

5

CAP 10
 

677 1. 904
 

2 1. 591
 

0 1. 290
 

5 0. 423
 

3 8. 509
 

5

EG 10
 

677 2. 748
 

7 2. 600
 

0 0. 906
 

1 0. 000
 

0 6. 800
 

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展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解锁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各列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制造企业碳解锁能力越强。 不过,DTP 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说明

产品生产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弱。 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机器设备相对能源消耗较大,而更新换代可能

需要承担极大的沉没成本,这就导致许多制造企业更倾向于对原有设备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而限制了数字

技术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效应;商业运营数字化使企业可以通过线上营销、线上售卖的方式提高企业

销售量,减少了不必要的运输、储存等物流成本,降低了能源消耗,因此会具有更强的赋能效应。 根据以上

结果,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T 0. 179
 

6∗∗∗

(0. 037
 

8)

DTP 0. 105
 

6∗∗∗

(0. 039
 

4)

DTB 0. 127
 

0∗∗∗

(0. 033
 

8)

SIZE 0. 043
 

7 0. 061
 

5 0. 072
 

8

(0. 066
 

2) (0. 066
 

7) (0. 065
 

0)

AGE 0. 455
 

6 0. 476
 

0 0. 445
 

2

(0. 407
 

7) (0. 407
 

5) (0. 406
 

5)

LEV -0. 779
 

4∗∗∗ -0. 789
 

4∗∗∗ -0. 802
 

5∗∗∗

(0. 266
 

7) (0. 267
 

2) (0. 266
 

0)

ROE 0. 901
 

8∗∗∗ 0. 901
 

2∗∗∗ 0. 913
 

4∗∗∗

(0. 165
 

4) (0. 166
 

7) (0. 16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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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1)
 

(2)
 

(3)
 

FIX -0. 995
 

5∗∗ -1. 131
 

4∗∗∗ -1. 126
 

1∗∗∗

(0. 409
 

7) (0. 407
 

0) (0. 403
 

8)

TOP 1. 271
 

7∗∗∗ 1. 296
 

7∗∗∗ 1. 274
 

0∗∗∗

(0. 372
 

4) (0. 372
 

3) (0. 369
 

1)

CAP 0. 019
 

9 0. 017
 

8 0. 020
 

3

(0. 041
 

9) (0. 041
 

9) (0. 041
 

4)

EG 0. 073
 

9∗ 0. 074
 

3∗ 0. 072
 

2∗

(0. 038
 

9) (0. 038
 

9) (0. 038
 

9)

常数项 -0. 884
 

4 -0. 987
 

5 -1. 103
 

4

(1. 742
 

7) (1. 756
 

3) (1. 744
 

3)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
 

677 10
 

677 10
 

677

R2 0. 739
 

0 0. 738
 

1 0. 738
 

5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参考黄群慧等(2019) [53] 的做法,选取

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与 1984 年各地级市每百万人邮局数的交互项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IV1)。

其次,借鉴方明月等(2022) [54] 的做法,将企业所在地级市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年度均值作为另一工具变量

( IV2)。 如表 5 所示,在工具变量检验方面,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176. 215,P 值小于 0. 01,拒绝识

别不足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368. 377,超过 Stock-Yogo 检验中 10%的临界值(19. 93),拒
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工具变量法两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同时也说明了基

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表 5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IV1 0. 044
 

9∗∗

(0. 019
 

9)

IV2 0. 780
 

6∗∗∗

(0. 0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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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DT 0. 280
 

8∗∗∗

(0. 912
 

2)

DTP 0. 373
 

8∗∗∗

(0. 140
 

5)

DTB 0. 433
 

6∗∗∗

(0. 145
 

5)

常数项 -2. 287
 

9∗∗∗ -2. 749
 

4∗∗∗ -3. 355
 

8∗ -2. 790
 

6 -3. 697
 

1∗

(0. 787
 

8) (0. 740
 

5) (1. 858
 

4) (1. 928
 

9) (1. 891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176. 215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368. 377

观测值 8
 

899 10
 

677 8
 

899 8
 

899 8
 

899

R2 0. 735
 

9　 　 　 0. 798
 

1　 　 0. 744
 

0　 　 0. 739
 

9　 　 0. 738
 

5　 　

2. 倾向得分匹配法①

倾向得分匹配(PSM)可有效降低因样本选择问题导致的内生性偏差。 参考祝树金等(2023) [55] 的做

法,本文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于样本均值则为处理

组;反之,则为控制组。 参照以往研究[56]的做法,选择前文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 根据企业特征变量进行

1 ∶ 2 近邻匹配,结果显示,除环境规制强度(EG)外,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协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说明使用

PSM 进行样本匹配是有效的。 对匹配后的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解

锁之间仍存在促进关系,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②

本文参考甄红线等(2023) [49]对数字化转型词频的分类,统计该三大类词频出现的频率,并将关键词总

词频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以此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核心结论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考虑到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经济建设起步早,且与地级市相比具有一定的政治特殊性,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碳解锁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剔除。 结果显示,核心结

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此外,本文在总体样本中随机抽取 80%和 90%的样本,结果显示,核心结论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03

①
②

限于篇幅,省略具体回归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省略具体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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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制分析

表 6 列(1)为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DT 的回归系数在 10%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绿色创新竞争力。 本文根据绿色竞争力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

强、弱两组。 列(2)和列(3)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竞争力强的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效果更强。 由

此可知,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绿色创新竞争力赋能制造企业碳解锁,即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6 列(4)为数字化转型对管理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DT 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管理竞争力。 本文根据企业管理竞争力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强、弱两组。 列

(5)和列(6)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管理竞争力强的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效果更强。 由此可知,数字化

转型通过提升管理竞争力赋能制造企业碳解锁,即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绿色创新竞争力和管理竞争力

变量
绿色创新竞争力 管理竞争力

(1)
 

(2)
 

(3)
 

(4)
 

(5)
 

(6)
 

DT 0. 001
 

7∗ 0. 222
 

4∗∗∗ 0. 171
 

5∗∗∗ 0. 050
 

3∗∗ 0. 186
 

8∗∗∗ 0. 137
 

7∗∗

(0. 001
 

0) (0. 067
 

8) (0. 044
 

0) (0. 024
 

4) (0. 044
 

1) (0. 057
 

4)

常数项 0. 062
 

6 0. 592
 

4 -0. 877
 

6 0. 632
 

3 -1. 338
 

1 -0. 474
 

1

(0. 051
 

5) (2. 923
 

3) (1. 925
 

3) (0. 909
 

6) (2. 006
 

3) (2. 295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
 

166 3
 

464 7
 

120 10
 

677 6
 

848 3
 

774

R2 0. 426
 

0　 　 0. 784
 

2　 　 0. 745
 

1　 　 0. 395
 

2　 　 0. 754
 

7　 　 0. 768
 

6　 　

　 　 注:列(1)和列(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GC 和 ICC,列(2)和列(3)分别为根据绿色创新竞争力强、弱分组的回归结果,列(5)和列(6)分别

为根据管理竞争力强、弱分组的回归结果。

表 7 列(1)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济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D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经济竞争力。 本文根据企业竞争力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强、弱两组。 列(2)和列(3)
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竞争力强的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效果更强。 由此可知,数字化转型可以通

过提升经济竞争力来促进制造企业碳解锁。 由此,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7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经济竞争力

变量 (1)
 

(2) (3)

DT 0. 109
 

9∗∗ 0. 250
 

6∗∗∗ 0. 094
 

3∗

(0. 055
 

9) (0. 050
 

2) (0. 05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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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1)
 

(2) (3)

常数项 -31. 465
 

8∗∗∗ -3. 015
 

1 -2. 328
 

4

(4. 492
 

4) (2. 222
 

8) (2. 29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
 

677 5
 

389 5
 

246

R2 0. 844
 

5　 　 0. 771
 

3　 　 0. 755
 

5　 　

　 　 注: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 EC,列(2)和列(3)分别为根据经济竞争力强、弱分组的回归结果。

　 　 (五)交互影响分析

融资约束作为交互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所示,其中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字化转

型和融资约束交互项(DT×F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可以加强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碳

解锁的促进作用。 由此,假设 5 得到验证。

表 8　 交互影响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T 0. 168
 

2∗∗∗ 0. 174
 

0∗∗∗

(0. 043
 

0) (0. 040
 

2)

DT×FC -0. 035
 

2∗∗∗

(0. 011
 

3)

FC 0. 030
 

2

(0. 035
 

6)

DT×GEC 0. 224
 

8∗∗∗

(0. 075
 

2)

GEC 0. 216
 

7∗∗

(0. 099
 

6)

常数项 -0. 351
 

3 -0. 780
 

0

(2. 070
 

7) (1. 785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
 

145 9
 

640

R2 0. 780
 

1　 　 0. 740
 

1　 　

　 　 政府环境关注度作为交互变量的回

归结果如表 8 列(2) 所示,其中数字化转

型以及数字化转型与政府环境关注度交

互项(DT×GE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促进数字化转

型对制造企业碳解锁的正向影响。 由此,
假设 6 得到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所有权性质

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制造企业分

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表 9 列(1)和

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 国有企业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大

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的 P
 

值为 0. 084
 

0,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

国有企业碳解锁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 9 列

(2)和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产品生产数

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碳解锁具有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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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碳解锁并无明显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决定了其在碳减排中承担

更多责任,是实现碳减排的重点单位。 相比之下,对产品生产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通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并伴随较高的沉没成本风险。 在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往往缺乏推进产品生产数字化转

型的动力。

表 9　 企业所有权性质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DT 0. 219
 

3∗∗∗ 0. 142
 

9∗∗

(0. 046
 

8) (0. 060
 

6)

DTP 0. 118
 

3∗∗∗ 0. 099
 

8

(0. 043
 

9) (0. 066
 

1)

DTB 0. 101
 

1∗∗ 0. 127
 

9∗∗∗

(0. 048
 

1) (0. 048
 

7)

常数项 -1. 335
 

0 -1. 341
 

6 -1. 548
 

2 -0. 835
 

1 -0. 935
 

7 -0. 910
 

4

(1. 884
 

4) (1. 895
 

8) (1. 886
 

7) (2. 953
 

9) (2. 975
 

5) (2. 955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904 5
 

904 5
 

904 4
 

755 4
 

755 4
 

755

R2 0. 748
 

8　 　 0. 747
 

3　 　 0. 747
 

1　 　 0. 751
 

4　 　 0. 751
 

0　 　 0. 751
 

5　 　

2. 企业规模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根据制造企业资产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大型制造企业

和中小型制造企业。 由表 10 可知,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大型制造企业碳解锁,但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碳解锁

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大型制造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强,拥有先进的数字技术、碳减排技术及管

理模式等,能够快速有序地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企业碳解锁。 中小型制造企业资金实力相对较

弱,试错成本较高,往往采取跟从性策略,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 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环境监管压力小,企业

碳解锁动力不足。 同时,中小型制造企业资金、人才以及技术等资源短缺,在没有外源力的支持下,推进数

字化转型困难重重,难以有效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碳解锁的影响效应。

表 10　 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1) (2)
 

(3)
 

(4)
 

(5)
 

(6)
 

DT 0. 271
 

3∗∗∗ 0. 078
 

6

(0. 049
 

7) (0. 0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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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1) (2)
 

(3)
 

(4)
 

(5)
 

(6)
 

DTP 0. 216
 

6∗∗∗ 0. 025
 

1

(0. 047
 

4) (0. 060
 

1)

DTB 0. 168
 

0∗∗∗ 0. 048
 

2

(0. 046
 

1) (0. 050
 

4)

常数项 2. 599
 

8 2. 439
 

0 1. 953
 

1 -4. 863
 

8∗ -5. 046
 

8∗ -4. 970
 

1∗

(2. 644
 

3) (2. 668
 

8) (2. 622
 

2) (2. 694
 

6) (2. 697
 

9) (2. 687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312 5
 

312 5
 

312 5
 

314 5
 

314 5
 

314

R2 0. 780
 

5　 　 0. 779
 

7　 　 0. 779
 

1　 　 0. 754
 

6　 　 0. 754
 

3　 　 0. 754
 

4　 　

3. 企业资本密集度

根据资本密集度的中位数,本文将制造企业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由表 11 列(1)
和列(4)可知,无论在资本密集型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D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资本密集型企业

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 067
 

6,表明数字化转型对

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赋能效应更强。 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面临更大的碳排放监

管压力,更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碳解锁。 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

更能获得政府政策的偏向性。 另外,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碳

解锁的回报率更高。 由列(2)和列(5)可知,生产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碳解锁没有明显影响效

应,但能够赋能劳动密集型企业碳解锁。 这种差异可能是技术刚性所致。

表 11　 企业资本密集度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资本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1)
 

(2)
 

(3)
 

(4)
 

(5)
 

(6)
 

DT 0. 178
 

0∗∗∗ 0. 175
 

3∗∗∗

(0. 059
 

8) (0. 043
 

4)

DTP 0. 094
 

7 0. 145
 

8∗∗∗

(0. 060
 

3) (0. 039
 

6)

DTB 0. 130
 

1∗∗ 0. 111
 

8∗∗∗

(0. 054
 

1) (0. 040
 

5)

常数项 0. 062
 

4 0. 053
 

0 0. 166
 

4 -2. 389
 

2 -2. 489
 

8 -2. 931
 

9

(3. 069
 

7) (3. 087
 

7) (3. 081
 

5) (1. 844
 

3) (1. 831
 

7) (1. 839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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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资本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1)
 

(2)
 

(3)
 

(4)
 

(5)
 

(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270 5
 

270 5
 

270 5
 

325 5
 

325 5
 

325

R2 0. 758
 

6　 　 0. 757
 

8　 　 0. 758
 

2　 　 0. 783
 

4　 　 0. 783
 

0　 　 0. 782
 

7　 　

　 　 六、结论与建议

从碳锁定到碳解锁需要综合技术和制度体系,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企业碳解锁的路径、异
质性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协同效应。 首先,从整体上看,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制造企业从碳锁定到碳解锁。
从不同维度看,产品生产数字化转型和商业运营数字化转型对碳解锁均具有推动作用,但前者的碳解锁赋

能效应较弱。 其次,从作用渠道上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碳解锁赋能效应,其中提

高经济竞争力不仅产生直接解锁效应,还可以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竞争力和管理竞争力等渠道产生碳解锁的

间接效应。 在碳解锁过程中,内部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外部政府环境关注的提升均能强化制造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解锁效应。 最后,数字化转型的碳解锁效应存在异质性,即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大型制造企业碳解锁,
而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碳解锁没有促进作用。 另外,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中,产品生

产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碳解锁,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中,这种影响效

应并不明显。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数字化转型嵌入企业发展规划中,制定系统化、可实施的转型方案。 一方面,对于有能力实现

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监测能耗和碳排放数据,优化制造企业生产流程,尽可能放大碳解

锁效应。 另一方面,对于数字化转型困难的企业,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通过建立政府

-企业的协同机制帮助企业循序渐进完成产品生产数字化转型。
第二,强化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碳解锁的传导路径。 首先,制造企业应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资,提升

绿色竞争力。 其次,企业应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智能化管理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识别能力,
避免因管理失效出现“黑天鹅”事件。 最后,制造企业可利用数字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经

济竞争力。 只有从绿色技术、内部管理和经济收益等多维度发力,才能为制造企业打破碳锁定提供有效支撑。
第三,强化“资金-技术-监管”三位一体的碳解锁机制。 其一,要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合理识别有潜力

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减少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绿色信贷的普惠性,降低融资成本。 其

二,要加强财政、金融、环保部门的政策协同,形成金融支持的“拉力”和环境规制“推力”的有效结合,从而实

现“资金-技术-监管”三位一体的碳解锁机制。
第四,针对不同企业制定差异化的碳解锁策略。 首先,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实

现碳解锁的示范标杆效应,总结推广其成功经验与技术路径。 其次,鼓励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结合自

身实际,借鉴先进经验,循序渐进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并实现企业碳解锁。 最后,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

考虑数字化技术的适配性,合理评估现有设备的数字化改造成本和潜在收益,避免“一刀切”的数字改造运

动;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加大数字设备的投入,发挥数字化投资的碳解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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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Carbon
 

Lock-in
 

to
 

Carbon
 

Unlocking?
CHEN

 

Zhenling,
 

WANG
 

Xueting,
 

YE
 

Qing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Breaking
 

the
 

high-carbon
 

lock-i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enhancing
 

their
 

carbon
 

unlocking
 

capability
 

are
 

key
 

steps
 

in
 

promoting
 

China ’ s
 

low-carbon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arbon
 

unlocking
 

capability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s
 

carbon
 

unlocking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sing
 

panel
 

data
 

of
 

China’ s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8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unlocking,
 

including
 

the
 

direct
 

effect,
 

mechanisms,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heterogeneity.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produc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on
 

carbon
 

unlocking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Overal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carbon
 

unlocking
 

cap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digitalization
 

of
 

produc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also
 

exerts
 

positive
 

impacts,
 

while
 

the
 

enabling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relatively
 

weaker.
 

(2)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s
 

carbon
 

unlocking
 

by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Specifically,
 

the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directly
 

promotes
 

carbon
 

unlocking
 

and
 

also
 

indirectly
 

enhances
 

it
 

by
 

reinforcing
 

gree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managerial
 

competitiveness.
 

In
 

addition,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unlocking.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only
 

empower
 

carbon
 

unlocking
 

in
 

lar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and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tate-
owned

 

and
 

capital-intensive
 

ones
 

experience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unlocking.
 

Moreover,
 

the
 

digitalization
 

of
 

product
 

production
 

enhances
 

carbon
 

unlocking
 

in
 

state-owned,
 

large,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policies
 

that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arbon
 

unlock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encourage
 

and
 

guid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troduce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implement
 

incentive
 

measures
 

to
 

lower
 

the
 

cost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targeted
 

and
 

precise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adopted
 

to
 

enhance
 

policy
 

adaptability
 

and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initiatives
 

acros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leverage
 

the
 

exemplary
 

role
 

of
 

state-owned
 

and
 

large
 

enterprises
 

to
 

adv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ross
 

all
 

dimension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s,
 

break
 

carbon
 

lock-in,
 

harness
 

the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rive
 

high-quality,
 

sustain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rbon
 

unlock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empower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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